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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公園：台北市公園露宿者及政府管理 

黃克先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近五年來，無家者（the homeless）受到更多的社會關注，但他們的身

影仍是孤獨的。這個社會對待他們的態度，從威權時期用軍警力量來懲戒

被視為罪犯的遊民，到解嚴後以社政力量試圖拯救與規訓偏差的遊民，直

到最近有越來越多具人權關懷及批判意識的學者及民間團體，嘗試扭轉一

般大眾添加在遊民身上的污名，以平等及同理的角度與遊民交往。只是，

無家者即使面孔從兇狠、可憐到變得清晰，身影仍然是十分孤獨的。攝影

家、記者、非營利組織，及學者的作品中呈現的無家者，多半是形單影隻，

看不見他們的社會關係。這包括兩個層次，一是對內，另一是向外的社會

關係。無家者雖不至像以往全然被視為疾病、罪惡的亂源，逐漸成為有故

事、獨特觀察視角、藝術天份的人士，但他們內部的異質性卻從未被突顯，

因此不同無家者之間建立的社會關係也不被看見，即使有愈來愈多研究者

注意到他們的群聚性及互動頻繁（例如在公園、車站、社會局或等待供餐

的教會內，可見彼此熟識的他們相互問候寒喧、交換生活資訊，不時也可

見他們評價其他街友及自我評論街友這個群體的聲音，而在遭逢困難時，

街友之間的互助也是度過難關的重要來源）。同時，無家者向外的社會關

係也被窄化地認識，看不見他們的在地連結；無家者永遠是他現在居住地

點的外來者、侵入者，與鄰近居民的關係也只有被排斥排除的這一種可能。 

首先我們可探問，在公園之中的無家者內存在著哪些差異？能夠區分

出幾種不同類型的無家者？我認為有三個因素特別值得觀察，如何影響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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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者形成不同的次團體及相異的生活方式。工作類型深刻影響了無家者的

生活型態，其影響絕不單在他們的物質條件上，更重要的是他們對自我的

認識以及尊嚴。對許多底層人士而言，工作不單是薪資的來源，更是他們

仰賴與他人交際、提升自我效能感的手段，幫助自己從困境中重新界定人

生意義，也藉此區隔、劃界於無家者內部令人鄙棄之「同儕」。另外，是否

移動或定點駐守也是值得關注的差異，這一點與他們本身的身心狀態很有

關係，而這也影響無家者與當地社群成員穩定交往的可能，我將在下一節

討論在地鑲嵌時更深入交待。此外，我認為「是否接受政府補助」也是影

響無家者生活形態的重要因素，其影響同樣不只有物質層面，也在自我觀

感上；許多領補助救濟的人，需承受傷害自尊的污名，除了被社工員懷疑

是福利騙子之外，也會自覺或被同儕認定是「沒路用」的人因此才被歸入

「值得幫助的窮人」（deserving poor）中，感覺僅是服務於集體社會穩定的

工具罷了（。然而過往對台灣無家者生活形態的分析，並未側重在這一點

對他們生活、人際互動上造成的區別分析，我希望在本研究中深入討論這

種福利供給如何影響無家者的社會生活。最後，不少國外研究者，都已證

明性別是十分關鍵、左右無家者處境的因素：國家的社福體制及主流社會

意識型態，認為女性天性善於維繫家庭及養育下一代，往往認為無家處境

是外力導致，同時也是在公領域易受傷的對象，因此格外傾向將她們安置

於收容機構規訓，提供資源協助；而相對而言，無家者男性則被視為是個

人因素導致今日處境，因此是承受更多污名的不值得幫助的窮人

（undeserving poor），類似的發現也在台灣得到印證。以上三項因素是我們

觀察試圖區分不同無家者類型時的切入點。 

繼續，我們可進一步討論不同類型的無家者之間究竟如何被連繫起來？

我希望從兩個方向來探索這個問題，第一是垂直方向的階序關係，第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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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層面的網絡關係。在階序關係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以往的都市

民族誌研究時常指出，因為不同類型的底層擁有的資源及能力之差異（例

如金錢、移動能力、福利資訊、在地連結、社交手腕等），因此會在互動中

產生權力位階高低，某些無家者能使喚其他人而成為領導，某些則只能服

從命令，即使在最日常的社交對話及互動中，仍可窺得端倪。而在這些階

序內的互動，往往不僅有利益的考量，同時還具有象徵層次的區辨，人們

在互動中試圖追尋尊嚴的維持、陽剛氣質的展現，同時確認究竟什麼是公

平、正義、正當的而形成一個道德經濟的秩序。相對而言，水平層次上我

們可以觀察陌生的無家者如何開始互動、是透過什麼樣的債務關係或禮物

交換開始、試圖穩定化流動的關係、繼續拓展社會網絡，以及如何在這樣

一群彼此不識對方名字以及過往自傳資訊的情況下，進行社交對話。他們

所建立的這種「同是天涯淪落人」（或台語的「艱苦人」）人際關係，相較

於家庭成員間、組織內同事間、民間社團成員（如扶輪社）間、日常生活

陌生人間的連帶（ties），又有何擬似性及差異？這種艱苦人關係，在無家者

生活遭逢危機時（例如生病、被毆打、家當被偷）時，又起到什麼作用；

外界看來價值甚低的那種脆弱且瞬逝、用完可丟的「免洗連帶」（disposable 

ties），反倒是資源匱乏者在絕望處境中資源流通的重要管道？ 

透過定點於公園的民族誌研究，可揭露過往未被看見的「無家者向外

的社會關係」，不只是無家者與（1）正式的制度性網絡，包括支持無家者

的社會局等政府單位、非營利組織，以及較站在無家者對立面的在乎都市

開發與觀光產業的政府部門及社區居民；更重要的是以往文獻並無看到的

（2）非正式支持網絡向外的社會關係中也包括對無家者較不友善的政府部

門及社區居民，特別是在開發地產及觀光的考量之上。這一項目在今時今

日尤需要觀察。在撰寫報告書期間，台北市政府特別在 2016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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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到萬華召開「行動市政會議」，並對外公布艋舺公園改造、市場改建和西

區門戶等計畫成果，宣告龍山寺捷運地下街的文創區開幕。市長柯文哲說，

歷經 1年多努力，軸線正在翻轉，西區真的改變了。他並直言，翻轉首要

困難就在遊民問題，而現今在各部會及里長合作下，已有顯著改善，預期

將因此迎來可觀的觀光人潮，故在公園的地下一樓設置了旅客服務中心。

未來政府單位、民意代表、開發商及社區中的特定力量，是否將針對聚集

在艋舺公園周圍的大批無家者進行硬性或柔性的驅離、安置或管制，這是

在接下來台北西區都市更新及觀光發展的浪潮中值得進一步觀察。按照以

往研究指出，這種因觀光發展而欲將無家者驅至看不見的角落的作法，只

會讓他們更難以「脫遊」而生活更加困難。 

另外，無家者中也存在很豐富的「非正式網絡」的觀察，這可以看出

無家者的在地鑲嵌，他們絕非孤離飄蕩的陌生人，而是持續與外界建立新

連帶並互動的社會存在。這種非正式網絡可能包含三種面向：經濟性、社

交性、宗教性。經濟性：在艋舺公園周邊，也存在著許多活絡的非正式經

濟（例如樂透簽牌、賭博性下棋、小吃攤販、賣二手貨的「賊仔市」）以及

商家；同時，也有許多希望找到廉價勞動力的工頭老闆會到這公園叫工。

社交性：熟悉艋舺公園的學者、第一線社工員及地方文史工作者都知道，

公園裡經常聚集了大量在大台北地區討生活的底層人士或年邁長者，在此

聊天、做些休閒活動，跟無家者一同等待善心人士的捐獻。這些人與無家

者之間經常會互相交換各種資訊及物資，同時天南地北地聊著自己的過去

及世界大事。在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對話裡，其實潛藏著積極的社交性，

即「放下命運重擔」、「重定生命意義」的無目的性的社會交往形式。而把

同在艋舺公園的各種人士一同納入考慮──包括其他有家但生活條件其實

沒比無家者好多少的低收入戶、獨居老人、幫派人士、性工作者。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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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同樣遭受特定結構性暴力傷害的「底層」或「被棄者」（the outcast）如

何在各種不同身份中流動，也可避免過度突顯無家處境的特殊性，而可以

一併思考在無家邊緣的底層人士以及曾無家可歸而現已脫遊的人士的處

境。 

宗教是無家者日常生活中經常涉及的一項社會制度，同時在台灣的脈

絡中，又展現出迥異於西方案例的特色。相較於較可見的西方制度性宗教，

在這公園裡充斥著更深入生活的瀰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民間信

仰──促使人們建立關係。這樣的信仰一來提供實際的工作機會：無家者經

常藉由參與宗教活動來賺取薪資（例如出陣頭、協助法會場地佈置），而這

類工作往往是能力要求最低的工作之一，即使身體或精神機能不若一般人

仍可參與；這類宗教性工作與其他世俗工作，對無家者而言有何差別？同

時，參與到這種社群內「辦熱鬧」的集體歡騰氛圍裡，是否對無家者帶來

超乎物質報酬的影響，甚至拉近了社區居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其次，供

給無家者所需的食物或日常品：我認為這種供給非常不同於制度性宗教的

方式。首先，若是由廟宇主導的慈善救濟，相對地受救濟者感受到較少的

污名及被規訓的力量。然後，在民間信仰救濟上，信徒本身展現出了更高

的自發性且去除組織中介（mediation）的傾向很明顯。他們常來到貧苦眾

生聚集之地發放物資，這不見得是神職人員或組織發起策動的，而是信仰

者受到某些教理或榜樣的感召，獨自一人或三五成群為之，更這種物資發

放「成事的重要性遠大於實際成效」，並不是那麼在意無家問題的解決，而

在於他們本身的善念是否被實現、救濟品是否發送到苦難者的手中，如此

累積自己的功德、「種福田」或達「功德迴向」的效果福澤親人。這種助人

與受助者之間的關係，十分不同於上述的制度性宗教內的，兩者之間的差

異值得比較，及這種差異對於無家者的意義為何。最後，提供無家者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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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目的及生命意義：無家者在相對孤獨、低安全、物質匱乏、受歧視、

缺乏主流社會所謂「希望」的環境中，如何找尋到生活目的及生命意義？

他們是否寄望在彼世（other-worldly）的宗教性「補償」，還是民間信仰當

中的某些理念、故事、論述協助他們整合出當下情境的深層意義？而這種

宗教啟發的個人反省，又如何反映到他們日常倫理及人際互動之中？以上

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問。 


